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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制度霸权理论认为，争取地区霸权的核心是主导地区制度建设，提

供经济稳定和开展地区合作是地区霸权的自然选择，但印度破坏南盟制度进程和忽视

地区功能合作的“反常”行为对该理论提出了挑战。既有解释大多聚焦南亚国家建构

历史、不对称的地区结构和印度的自我认知，较少关注印度南盟政策背后制度与权力

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是印度南盟政策制定和变化的核心动

力。印度利用区域制度和权力优势谋求制度护持的行为主要受到自身霸权护持压力

和地区国家对制度功能需求的影响。这两个变量的组合可得出四种制度行为结果，对

应印度制度护持的四种行为模式:制度非中性、制度制衡、制度私有化和单向支付。作

者选取印度创设南盟、中断南盟进程、加快推进南亚自由贸易区以及选择性启用南盟

四个案例对上述假定和框架进行验证。据此逻辑，印度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更大的制

度霸权困境。对印度案例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复杂世界中不同地区霸

权制度护持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可为中国南亚外交提供一定的启示，即应充分利用印

度的霸权本质和制度局限，通过注入基于社会逻辑的制度设计，推动南亚次区域制度

建设和地区霸权秩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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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ARC，简称“南盟”) 成立于 1985年 12月，是一个涵盖孟加

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阿富汗八个南亚国家的区

域合作组织。然而，2016年以后南盟一直处于深度“冻结”状态。在印度抵制下，原定

在巴基斯坦召开的第 19届南盟峰会至今未能恢复举行。南盟峰会无限期推迟期间，

印度联合除巴基斯坦外的南亚国家重振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 BIMSTEC) ”“孟不印尼合作( BBIN) ”“环印度洋联盟( IORA) ”等次区域机制，这被认

为旨在取代南盟在南亚地区架构中的核心地位。① 时隔四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南亚

蔓延之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却出人意料地提议召开南盟国

家首脑视频峰会，重启了南盟在公共卫生、贸易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②

回顾南盟成立的 35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印度曾多次将推迟南盟峰会的召开作

为制裁其他南亚国家的重要手段。在印度的影响下，南盟的发展极不稳定: 原本应每

年举行一次峰会，迄今只举行了 18次。合作过程的断续直接影响了合作效果，南亚自

由贸易区( SAFTA) 虽然形式上存在，但至今仍未充分运作。即便在印度大力倡导的

多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其自身的参与和投入也是不连续的。

印度在南亚始终追求地区霸权，其外交政策常常被视为彰显地区主导地位的工

具。③ 自 1971年正式确立南亚霸主地位起，印度长期以“独享南亚，不容他人染指南

亚事务，谋求次大陆绝对的领导权”作为地区霸权的目标。④ 不过印度的地区霸权始

终不稳固，这使得印度在南亚无论做什么( 包括向邻国让步) ，都是为了增强其在该地

区的实力、能力和地位。⑤ 地区霸权护持是印度在南亚施加影响力的主要目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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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盟政策也服务于这一目标。制度霸权理论认为，争取地区霸权的核心是主导地区

制度建设，并以之为平台拉动地区合作，形成由本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与地区秩序。①

提供经济稳定和建立区域制度通常被视为地区大国的常规选择。② 而印度非但没有

持续稳定地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反而以一种邻国难以理解和应对的方式干扰制度进程

和阻碍地区合作，通过破坏地区制度进程和忽视地区功能合作推行其制度霸权政策。

这不仅令人质疑印度区域主导作用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更带来了一个学术困惑，即如

何从理论上解释印度这种“反常”行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阐释印度利用

南亚区域制度( 以南盟为案例) 实现地区霸权护持的原因和机制，回答印度如何利用区

域制度来实现地区霸权的护持、哪些因素影响其制度护持行为以及护持机制是什么等问

题，揭示其行为背后追求权力和彰显权力的霸权本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局限。本文首

先梳理了学术界对地区霸权制度护持的既有研究并分析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印度

制度护持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并以印度南盟政策为案例对假定和框架进行

验证。最后简要探讨后疫情时代印度霸权面临的制度护持困境与中国的应对。

二 对地区霸权制度护持的既有研究

霸权分全球霸权和地区霸权两种，霸权护持也相应地分为全球层次的霸权护持和

区域层次的霸权护持。学术界对霸权护持著述多集中在全球霸权上。对于一个已经

在特定体系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霸权护持是其整个霸权周期中的主要国家利

益，即维持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差距，将这种差距始终保持在一个霸权国认为是安全的

常数。③ 霸权护持也是一种战略行为模式。由于存在诸多挑战，霸权护持很大程度上

是霸权国阻遏各种挑战者的权力增值与敌对性政策的实践。全球霸权的护持压力主

要来自体系的次强国，而地区霸权因实力不足以全球称霸，其护持压力主要来自本地

区的次强国、全球霸权和其他地区霸权。为了应对这些压力，霸权国的选择往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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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增加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削弱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和潜在挑战国的实力。前者着

眼于夯实国家实力基础的内政运作，后者指涉削弱对手的国际政治操作。①

根据既有研究，霸权护持的对外战略或行为大致分为四种类型:权力霸权护持、制

度霸权护持、文化霸权护持和代理人霸权护持。权力霸权护持是指霸权国以强权维持

和巩固霸权体系，具体包括武力或防御性战争、结盟、经济制裁、贸易禁运、贸易便利

化、经济援助和最惠国待遇等战略。② 制度霸权护持是霸权国通过制定、维持和实施

国际制度来巩固霸权体系的战略。相较于权力霸权护持，制度霸权护持的交易成本较

低，成为霸权国建立、维持和扩展霸权的主要战略途径。③ 文化霸权护持是指霸权国

通过主导世界文化结构、确立以霸权国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观念体系来维持和巩固霸权

体系，④具体策略包括创设规范、主导话语、抢占道德高地和意识形态输出等。代理人

护持是指霸权国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代理人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

霸权护持战略或行为。⑤

学界从霸权稳定论、霸权后合作理论等不同视角对全球霸权的制度护持行为进行

了深入研究，但地区霸权不同于全球霸权，区域层次上的制度护持与全球层次上的制

度护持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地区霸权在行为模式上也呈现多样性。传统国际关系理

论在分析地区霸权护持行为时习惯于套用全球层次的制度护持假设，认为地区霸权会

通过促进经济相互依赖和建立区域制度来维持霸权。印度的制度行为显然与这一假

设不符。对此，学界主要从南亚国家建构历史、不对称的地区结构以及印度的自我认

知三个分析角度进行解释。

(一)南亚国家建构历史

许多学者将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归结于南亚国家建构历史，并认为自独立建国以

来的印巴冲突是阻碍印度开展区域合作的最主要因素，⑥其中既包含印巴冲突对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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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意图实施的羁绊，也不乏印度利用南盟在印巴冲突中占优的战略考虑。有学者认

为，冷战后印度有推动南亚经济合作的意愿，并希望在南盟中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但

印巴冲突束缚了印度的手脚，使南盟沦为了印巴冲突的“人质”。① 由于印巴冲突的存

在，印度无法利用南盟多边机制推动贸易谈判，因而转向地区内的双边自由贸易安

排。② 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印度具有发展区域制度和区域合作的政治意愿，但印巴对

立客观上阻碍印度将这种意愿转化为行动: 当印巴缓和，印度会积极支持南盟和推动

南盟合作;而一旦印巴关系趋紧，印度对南盟的政策就会出现“断裂”。也有学者指

出，印度的南盟政策之所以与印巴冲突的状况联系紧密，更多的在于印巴长期对立导

致印度对南盟的政策过度政治化和安全化，南盟被印度用于操控邻国和打压孤立巴基

斯坦。③

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的边界争端、移民冲突、水资源争端和跨境叛乱同样根植于

南亚国家建构历史，④它们也被认为是影响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南亚

各国持续将彼此视为主要安全威胁，南亚某种独有的区域特性已经形成，只是这种特

性并不以一种合作与和谐的方式呈现。⑤ 印巴分治和孟加拉国独立引发的战争、尼泊

尔和斯里兰卡的国内动乱以及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交织的矛盾给印度邻国政策造成

了政治障碍和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印度无法推进南盟的实质性进展。⑥

从南亚国家建构历史的角度揭示印度制度护持行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存在

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回溯南盟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印巴敌对不是一个恒定因

素，而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概念。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具有缓和冲突的政治意

愿时，南盟的发展就会相对顺畅，这说明政治家的政策选择极为重要。当双方矛盾

激化时，相较于巴基斯坦，印度似乎更加倾向于将频繁破坏南盟的制度和规则作为

一种惩戒手段。因此，简单地将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原因归咎于印巴冲突并不准

确。在印度主导的、将巴基斯坦排除在外的一系列次区域机制中，印度的制度护持

行为也具有类似特点，这说明在印巴冲突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力量在影响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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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选择。同理，印度与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矛盾确实对印度的制度护持构成了

挑战，但相较于双边矛盾本身，印度利用南盟对这些矛盾的处理方式发挥着更为重

要的作用。

(二)不对称的地区结构

一些学者认为南亚极度失衡与不对称的地区结构是导致印度制度护持行为呈现

“反常”的关键原因。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南盟政策是“有益的双边主义”与

“有限的地区主义”的结合，这本质上是由印度在南亚所具备的权力优势和南亚长期

以来形成的以印度为中心的结构所决定的。① 印度基于权力优势对南盟成员实行双

边主义，并认为这是对待邻国的最好模式。在印度看来，这一策略的优点正在于不确

定性，没有一个南盟成员真正知道印度会对涉及各国的局势做出何种反应，使它们易

于被“各个击破”。② 多边制度则会减少不确定性，为南亚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印度

提供机会，因此印度对其持排斥态度，不愿牺牲不对称权力优势为其带来的巨大的政

策空间。

不对称的地区结构不仅反映在物质实力上，还体现在规范和制度方面。德国学者

阿恩特·迈克尔( Arndt Michael) 通过研究南盟的创设过程，发现印度的南盟政策背后

起作用的是规范性权力向制度性权力转化的霸权护持机制。③ 印度参与南盟制度设

计的过程实质上是本土规范扩散的过程，即将自有的观念、规范和价值写入南盟的共

识文件中，将其上升为制度共有规范，从而确立起自己在南盟中绝对的规范性权力。

印度继而通过制度形式将自身优势地位固定下来，成功实现了不对称规范性权力向不

对称制度性权力的转化。

从地区结构的不对称性来解释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

在盲点: 一方面，权力结构的视角过于关注地区霸权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权力关

系，忽视了域外因素对地区霸权的影响。对于地区霸权的护持来说，域外因素是无

法忽视的，因为这既关系到域外力量在该地区的介入，也牵涉地区内其他国家对域

外力量的回应，两者都会对地区霸权护持产生影响。因此，仅仅从本地区的权力结

构来探讨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不对称的地区结构在较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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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内是相对静态的。在结构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很难合理地解释印度制度行

为的变化。

(三)印度的自我认知

第三类学者倾向于从印度的自我认知视角来分析其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行为。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中心( GIGA) 的学者米利亚姆·普里斯( Miriam Prys) 通过比较

印度和南非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发现印度本质上是个“漠不关心的地区大国

( detached regional power) ”，既缺乏鼓励邻国合作的意愿，也不愿意为达成有意义的

协议承担不成比例的成本，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并不愿在区域和全球之间搭建桥

梁。① 不过，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不断摇摆波动主要是因为其自我认知的相互矛盾。

普里斯归纳出与印度制度护持行为有关的三个认知要素:一是作为南亚最大国家的责

任感，二是对邻国榨取其利益的恐惧和指责小国的习惯，三是自身的全球野心。作为

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不会特别强调平等伙伴关系的概念，而是刻意把自己描绘成南

亚政治经济大家庭中一个“慷慨的中心”。但所谓“慷慨”并不是基于对邻国的尊重和

信任，而是对邻国的防备和对自身实力的自满:首先，印度担心与其他南亚国家达成共

识的成本太高，邻国会通过“结伙”在多边环境下违背和榨取其利益，阻碍其实现利益

最大化。其次，印度习惯于对小国指手画脚，不容许小国说“不”。最后，印度还具有

全球野心，确信自己能够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与南亚地区的经济互动

兴趣低下，尤其是在域外参与者竞相进入印度市场的情况下。上述三个认知要素既相

互联系又彼此矛盾，使得印度对于发展南盟经济一体化摇摆不定。② 这类研究的贡献

在于比较不同的地区霸权类型并探究自我认知基础，为我们理解其制度护持行为提供

了一个认知分析的视角，但不足之处是过于突出观念和认知的作用，忽视了印度制度

行为背后的权力因素。

总体来看，既有解释从多个侧面丰富了我们对地区霸权制度护持的认知，为本文

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暴露出诸多不足，比如较少从权力与制度的关系的角度解释印

度如何通过区域制度来护持霸权，反过来印度又是如何运用其地区霸权来影响制度的

创设和建设、进而谋求制度霸权护持。因此有必要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来回答这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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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霸权护持压力、地区功能需求与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

相较于全球霸权的制度护持，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行为因霸权构成属性和所处地

区环境的不同、全球霸权在不同地区投射力量和介入程度的差异①而更加多元。因此

需要区分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行为模式，并分析影响其制度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和作

用机制。接下来，本文尝试融合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话语，聚焦权力与

制度的关系，从三个方面对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进行理论解释。

(一)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模式

现实中的国际制度同时具有功能属性和权力属性。功能属性维持系统正常运作，

是制度稳定向前发展的动力。功能属性的发挥需要依赖制度。制度包括中性制度和

非中性制度，中性制度维持系统基本稳定，非中性制度孕育权力属性。霸权国尤为重

视制度的权力属性，从属国则更为看重其功能属性。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功能属性之间

存在动态平衡关系。国际制度的功能性治理主要通过溢出效应和消耗效应造成权力

的离散，即制度权力属性的消融。溢出效应出现在制度贯彻执行既定功能的过程中，

表现为制度收益开放化和权力去等级化;消耗效应则主要体现为治理成本的消耗和权

力资源的消耗两方面。② 霸权国具有护持权力优势的本能，在必要的时候会采取它所

认为合适的制度护持行为，以确保制度的功能属性和权力属性动态维持在一个“安

全”的区间。印度也是如此，其制度护持行为可归纳为制度非中性、制度制衡、制度私

有化和单向支付四种模式。

第一，制度非中性既可反映制度的权力属性，也可指代地区霸权对制度进行非中

性设计和强化的制度护持行为。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

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

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

取之”。③ 制度非中性非常普遍，其背后反映出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④ 霸权国通

过规范框定、议程限定和选择性激励等方式确立制度非中性，不仅保障了公共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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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也孕育了权力资源。印度在制度护持的过程中，高度注重自我权力的彰显和制度

特权的强化，同时警惕和防范处于从属地位的成员国通过削弱制度的权力特性获取与

之实力不相匹配的制度权力。这一行为特点在南盟的创设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制度制衡是大国在体系压力之下做出的制度化选择。① 地区霸权一般会在

霸权护持压力剧增至体系层面时才会采用这种策略，具体表现为在多个不同机制中倾

向于将邻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同时遏制敌对势力的区域制度。② 如前所述，地区霸权区

别于全球霸权的最大特点在于实力不足，它在霸权护持的过程中面临的体系压力一方

面来自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则来自域外强国与域内挑战国的联合。印度在南亚面临的

体系压力主要来自后者，原因在于全球霸权更容易将国力较强、有潜力成长为全球霸

权的地区霸权视为威胁，对于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霸权( 例如印度) 并不会给予过多

的关注。作为全球霸权，美国尽管深度介入南亚事务，但并没有对印度的地区霸权进

行过多的干预和打压。相反，为了应对另一个“潜在霸权”中国的“威胁”，美国对印度

的南亚地区霸权予以默认甚至支持。印度的制度制衡策略实质上是对域外强国与域

内挑战国的联合做出的反应，目的是在打压对手、维持制度霸权的前提下发展有限的

制度功能合作。

第三，制度私有化是指将制度视为私有物品，而不是公共产品。③ 现实制度主义

认为，国际制度既为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普遍性的公共服务，又能被制度领导国“私有

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工具。④ 相较于制度非中性，地区霸权的制度私有化策略在最大

限度强化制度权力属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弱化了其功能属性，其突出表现是霸权国以惩

罚个别国家的“不当行为”为名，行打压和孤立之实。印度在特定时期多次破坏制度

进程和漠视制度规范，其本质就是将制度视为自己的私人物品，在制度框架之内以最

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关注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对制度的长期建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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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向支付是地区霸权“以承担成本费用的形式来做出自我牺牲”①的制度行

为。不同于地区统治者，地区霸权会考虑到从属国家的利益，也会试图迁就它们。一

般来说，统治倾向于直接行使权力，而霸权则以更加间接的方式行使权力。② 单向支

付是一种间接行使权力的方式，具体是指通过在财务、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让步和补偿

措施，吸引接受方加入交易，推进协议的达成。③ 通常霸权国会选择建立区域性自由

贸易区，通过承担保障地区经济良性发展的义务( 提供公共产品) 或在谈判中采取适

当让步、妥协让利等方式( 政策倾斜) ，提高邻国在地区内部贸易与投资中的绝对收

益，推进其“搭便车”行为，强化地区内部的利益捆绑，进而增加声望和取得合法性认

同。④ 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重视单边支付策略的运用，进入 21 世纪以后该策略在

SAFTA建设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但时至今日，印度仍不会将达成有意义的区域合作

作为优先目标，单边支付策略只在特定时期成为其制度护持的政策选项。

(二)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外部因素是印度的霸权

护持压力和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

1．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

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印度与地区国家的现实冲

突和历史纠葛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这导致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首先来自域内。域内压

力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段时期内印度对现实冲突的解决方式。当印度以一种

更加通融、合作的方式处理与地区国家的现实冲突时，其面临的地区环境趋于缓和，域

内压力较低;而当印度以强制和胁迫手段处置这些冲突时会加剧其安全困境，域内压

力骤增。对于域内压力能否得到根本消除，印度国内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类观点

以前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 Kanwal Sibal) 为代表，他比较悲观地认为即使印度在

区域制度中提供单向让利，依然无法基于自身利益以最佳方式塑造地区环境，因为地

区国家会自然地借助域外强国来制衡印度。⑤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前外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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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仁山( Shyam Saran) ，在他看来，印度可以通过提供区域制度避免地区国家持续寻求

域外强国对其进行制衡，印度的政策选择———是否愿意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双边主义而

忽视区域制度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会出现这一结果。① 尽管两人观

点不同，但都指向一点:在现有的制度护持行为模式下，印度无法完全解决与地区国家

的矛盾，也无法阻止地区国家诉诸域外强国来平衡印度的地区霸权。

其二，域外压力对于印度而言是体系性压力。印度是一个有全球大国抱负的国

家，它在南亚称霸是为了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取得大国地位。域外压力的介入对印度而

言既是对其地区霸权的挑战，更是对其走向全球的严重阻碍。印度在南亚始终面临包

括全球霸权在内的域外强国的制约，其行为方式受到域外强国介入区域事务的力度的

很大影响。冷战期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既担心强势的中国( 与

喜马拉雅山脉国家有关) ，也担心西方势力( 与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有关) 。② 冷战结

束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印度对西方在南亚的存在变得不那么敏感了，③而对近年

来中国与其邻国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努力愈发担忧。在印度看来，中国正

寻求扩大与该地区所有国家( 包括印度) 的关系，却没有对印度的敏感关切予以尊重

和迁就，这使得印度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升级。在继续发展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同

时，印度最为关注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邻国推动更大的合作，而不是任由它们借助中

国来平衡印度。印度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印度想维护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安全利

益，就必须应对中国介入南亚事务的挑战。④

其三，域内外压力的紧密联动对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影响最大。印度与邻国关

系反复紧张导致邻国寻求域外强国对抗印度的趋势加强，域内外因素叠加使印度地

区霸权护持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化。南亚国家并不具备直接挑战印度霸权的

绝对实力，但不影响其通过与域外强国建立战略关系来牵制印度。⑤ 美国南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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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斯蒂芬·科亨( Stephen P． Cohen) 研究发现，“域外势力仍然在印度的战略考虑

中占据重要位置，尤其当印度觉得这些外部势力与那些讨厌的邻国有牵连的时候。

印度将这些国家视为巴基斯坦的支持者，正是因为它们的撑腰，伊斯兰堡才敢向印

度叫板”。① 印度尤为在意域外大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的霸权本质使得它必

须同时因应域内和域外两方面的压力: 在域外强国介入不深时，域内变化对印度制

度护持行为的影响并不大; 在域外强国介入加强时，域内压力和域外压力呈现出同

步增长的发展曲线，将促使印度改变制度护持策略以应对域内外压力紧密联动造成

的局面和后果。与单一压力相比，域内外双重压力的紧密联动对印度制度护持行为

的影响更大。

2．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

尽管印度在相当长时期内并不真正重视邻国，也没有致力于经营地区环境，但地

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在特定时段将对印度的制度护持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地区国

家的制度功能需求，可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南亚其他国家的制度需求是借助多

边制度、通过集体的力量与印度达成对自身更加有利的协议，并不寻求区域一体化。②

历史上南亚其他国家全方位依附于印度，彼此互动很少，导致南亚走向“印度化”而非

区域化。南亚其他国家对印度坚持以双边主义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恐惧和怀疑，它们

倾向于通过多边途径实现双边目标。③ 由于担心本国政治经济受到印度进一步控制，

南亚其他国家对制度功能合作的关切不在于实现区域一体化，而是利用多边平台为自

身在对印关系上争取更大收益，特别是经济实惠。

其二，南亚其他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触发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有赖于两个条件:

一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二是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区域

化加速发展是南亚国家制度功能需求不断增强的外部动因。南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

进程是内因。进入 21世纪，随着尼泊尔政权更迭、孟加拉国( 至少是暂时) 恢复民主、

不丹和马尔代夫的政局逐步走向平稳，各国政府都将关注点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发展

区域制度功能属性的政治动力也随之增强。南亚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与其他因素

共同对印度的认知和政策形成倒逼，促使其增加了单边支付策略在制度护持中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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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重。①

其三，南亚其他国家对区域合作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它们对发展经贸和互联互

通领域的功能需求更强烈，而对安全合作期待不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亚其他国家

对印度具有持久的战略担忧，另一方面则与南亚区域制度长期将双边和有争议的问

题排除在议程之外有关。尽管非传统安全议题被逐步纳入，但南亚其他国家对于在

区域制度中解决安全上的冲突矛盾并不乐观，它们更为期待印度在经贸合作、互联

互通等领域为其提供更多优惠条件，支持它们更快地发展国内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

(三)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作用机制

印度霸权护持压力与地区国家制度功能需求的动态变化共同影响了印度的制度

护持行为选择。两个因素的组合可得出四种制度行为结果，对应前文所述的四种行为

模式。如图 1所示，当印度霸权护持压力小、地区国家制度功能需求弱时，印度倾向于

采取制度非中性策略来确立制度霸权;随着地区国家对制度功能需求的增强，以单向

支付策略有限回应地区需求并维持制度的强权力属性成为印度的选择。当印度霸权

护持压力大、地区国家制度功能需求弱时，印度更容易以制度私有化的极端方式来对

抗压力和护持霸权;而在印度霸权护持压力大、地区国家制度功能需求强时，印度则倾

向于采取制度制衡策略，在抵抗压力的同时有限回应地区需求。

图 1 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力是不同的。对印度而言，霸权护持压力

是决定性因素，回应压力比回应地区需求更为紧迫。印度长期忽视邻国的作用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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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大多时候是以一种临时的、双边的方式与邻国打交道。这导致印度不是从地区整

体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其地区政策和制度行为，而是出于对这一地区相当“零散

( sporadic) ”的兴趣的回应。这种兴趣要么来自域外因素，要么源自地区国家的事态

变化。① 那么地区需求在何种条件下会对印度的制度行为产生影响呢? 一种是在霸

权护持压力较小时，印度会根据地区需求的强弱做出相应的反应; 另一种影响更为显

著，即在地区需求与霸权护持压力产生紧密的联动关系时，印度会通过改变制度护持

策略来同时回应压力和需求的变化。比如，南亚其他国家通过与中国开展“一带一

路”合作部分满足了自身的机制性功能合作需求，也在客观上增强了它们对印度霸权

的“离心力”，加大了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需求和压力这两个因素的紧密联动直接

导致了印度制度护持策略的改变。

然而，印度对地区需求的回应是有限的。由于担心域外强国通过满足地区国家需

求危及其霸权，印度加强了对地区需求的回应。回应的限度在于不改变区域制度的强

权力属性和弱功能属性。功能合作有助于带来相互依赖，但长期以来印度在相互依赖

与权力的关系上存在误解。有学者指出，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把自治与自给自

足、主权与权力、相互依赖与丧失独立混为一谈，不安全感和自我拘束性造成了印度对

权力如何在国际社会中运作存在“概念迷雾”。② 印度对功能合作带来的相互依赖是

抵触的，由于实力不足，印度时刻担心其权力优势在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中逐步丧失。

对印度的霸权护持来说，发展区域制度的功能属性和回应地区国家的功能合作需求并

不是主要目的，选择合适的制度护持策略、把控制度的发展进程以及对抗功能属性对

权力属性的消解更为重要。

四 案例分析:印度的南盟政策

下文选取印度南盟政策变化的四个案例，对前文所述的基本假定和分析框架进行

验证。这四个案例分别是: 1981—1987年印度采取制度非中性策略创设南盟; 1991—

1999年印度的制度私有化策略导致南盟进程出现断续; 2002—2012 年印度单向支付

策略推动 SAFTA合作进展; 2014—2020 年印度采取制度制衡策略选择性启用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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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案例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三点: 第一，四个案例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历史递进关

系，每个案例相对独立。这主要是由印度南盟政策本身所具有的临时性特点决定

的。① 在不纳入案例考察范围的时段里，印度对南盟的态度基本是漠视甚至无视，更

谈不上对南盟的建构和发展。第二，南盟的制度发展对印度政策行为的干预和影响是

很小的。与欧盟、东盟等区域组织不同，南盟历经 35年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相反，由

于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南盟的制度发展严重受限。对于印度的南盟政策而言，影响

其变化的并不是南盟制度本身。第三，每个案例的行为模式指代的是特定时期印度制

度护持行为的突出特点，并不代表只有这一种策略存在。②

(一)印度的制度非中性策略与南盟的创设( 1981—1987年)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因霸权护持压力较小，印度并不急于通过创建区域制

度来巩固霸权。反观南亚其他国家，它们具有建立区域组织阻止印度在南亚坐大的愿

望，但欠缺发展制度功能属性的明确目标和政治动力。为了避免出现一个联合反印的

区域制度，印度选择创建南盟。南盟的创设过程实际上也是印度以制度非中性策略主

导制度设计的过程，目标是确保南盟的建立不会损害印度霸权利益。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1980年，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 Zia-ur-Rahman) 率先

提出建立南盟的建议，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和不丹表示支持。对它们来说，南

盟的建立不仅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还可以借此以集体的力量与印度达成对自身更为

有利的协议。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 认为区域机构类似于小人

党试图控制格列佛。③ 她在与拉赫曼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明确表示，若要印度参与任何

形式的区域制度，孟加拉国必须做出重大“让步”，且必须尊重印度的“潘查希尔

( Panchsheel) ”原则。④“潘查希尔”是一种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

的原则，具体包括: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和平共

处。⑤ 坚持“潘查希尔”原则对于尼赫鲁及其继任者来说等同于独立和主权具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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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地位。英迪拉主张将“潘查希尔”原则上升为区域组织的制度规范，其目的是阻

止一个反印联盟的出现。对于印度的这一主张，有学者称作“潘查希尔多边主义

( Panchsheel multilateralism) ”。①

继承了尼赫鲁思想遗产的“潘查希尔多边主义”在南盟的制度设计阶段占据了主

导地位。② 孟加拉国外交部在 1980年 11月起草的倡议中吸收了英迪拉的想法，提到

坚持尊重主权、国家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不使用武力和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③但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与印度利益相左的想法。对此，时任印度外交秘书萨瑟 ( R． K．

Sathe) 明确表示应采取缓慢、渐进的方式推进区域合作，反对在早期阶段建立任何制

度化安排，并提出了建立南盟的两个先决条件: 一是不在区域框架下讨论双边和有

争议的问题，二是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④ 印度的这个要求表明它不愿改变现

有的双边主义冲突解决方式，甚至根本就不寻求与巴基斯坦这样的“死敌”减少冲突

和进行合作。⑤ 1983年，外交秘书会议首次升级为外长级会议，会上签署并通过了

《南亚区域合作宣言》( 《新德里宣言》) 。《新德里宣言》明确提出，未来的区域集团

本质上是政府间组织而非超国家组织，也不涉及成员国之间军事及其他资源的汇

集。英迪拉在开幕式上重申了印度关于不干涉、独立、平等和防止外部干预的原则

立场。

几次筹备会议之后，南盟最终于 1985年 12月 8日成立。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

甘地( Rajiv Gandhi) 在第一届南盟峰会上重申了印度的理念和政策: “我们不是要把

双边关系融合为共同的地区认同，南亚合作只是我们各自外交政策的补充部分。我们

的方式是不让双边的紧张关系影响地区合作。”⑥言下之意，双边主义和独立自主是首

要的，⑦多边主义应让位于双边主义，构建地区认同和集体统一行动也不是南盟的发

展目标。此次峰会还通过了《南盟宪章》，明确了南盟的目标、原则和制度框架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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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盟各级机构决策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和“不得审议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这两个

完全体现印度立场的限制条件被写入通则部分，“潘查希尔”原则也被重申。至此，印

度通过规范框定确立了南盟的制度非中性，彰显了其权力优势。除此之外，印度还极

力主张非政治化和低制度化，限制南盟发展功能属性。在 1986 年举行的第二届南盟

峰会上，拉吉夫表示“南盟不是一个政治联盟”，并强调体育和文化对于增进关系的作

用。① 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支持南盟学习借鉴东盟的制度化经验，但遭到

印度强烈反对。② 直到 1987 年，南盟才在加德满都设立了一个权力和资源都相当有

限的秘书处。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秘书处使得南盟很难在提升制度功能属性方面有所

作为。总的来说，印度选择以制度非中性策略创设南盟，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印度

面临的霸权护持压力较小，建立凸显权力属性的制度既能防止地区国家联合反印，又

不至于为此付出过大成本;另一方面地区国家对制度功能的需求低迷，不足以对印度

的南盟政策构成影响。

(二)印度的制度私有化策略与南盟发展的断续( 1991—1999年)

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剧变，其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矛盾凸

显，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阻力重重。印度南亚霸权护持的压力在 1998 年印巴相继进

行核试验并在 1999 年爆发卡吉尔冲突后达到峰值。与此同时，南亚国家因国内政

局不稳，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动力明显不足。这两个因素综合影响了印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制度护持行为，突出表现为更加频繁地运用制度私有化策略，将中断

或破坏南盟制度进程作为制裁地区国家的重要手段，而对制度功能合作的投入相当

有限。

印度自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政府更迭频繁，印度政治力量进一步趋于多样化。经济上拉奥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取

得了明显效果，但在拉奥政府执政后期，印度的经济改革已呈现进退维谷的境地。③

国际上，苏联解体直接导致美苏两极格局终结，印苏同盟不复存在，印俄关系和印美

关系进入微妙的动荡时期。受此影响，印巴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急剧恶化，印

度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等在边境、岛屿、民族、驻军等问题上的争议也凸

显出来。1998 年印度核试验后，中国和美国共同对印度施压，克林顿政府还鼓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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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南亚构建一个“中美共治( G2) ”的机制安排，这给印度的南亚霸权护持带来了

更多不确定性。①

在内政外交的压力之下，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 ( Inder Kumar Gujral) 在

1996年任高达联合阵线政府外交部部长时提出了“古杰拉尔主义”，试图通过“额外贡

献”发挥地区国家公认的“天然领导者”作用。② 印度学者穆尼( S． D． Muni) 和拉贾·

莫汉( C． Raja Mohan) 认为，“古杰拉尔主义”的提出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外交

政策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印度由此调整南亚政策并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地区主义。③ 但

实际上“古杰拉尔主义”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双边层面，包括印度分别与孟加拉国和尼

泊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签署的水资源条约以及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开展的谈

判。④ 在地区层面，印度推动区域合作的口头承诺与实际行动差距甚大，因为这些承

诺是“出于自身利益和现实政治”。⑤

1991—1999年，印度曾三次推迟南盟峰会的举行，其中两次是为了制裁与之存在

双边争议的南亚国家。1991 年，因不满斯里兰卡处理其国内“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行

动，印度抵制南盟科伦坡峰会，并说服不丹不到会，使会议无法举行。1992 年，原定于

12月举行的第 7届南盟峰会因印度国内政治原因被延期两次。1999 年，原定在尼泊

尔举行的第 11届南盟峰会因印巴克什米尔卡吉尔冲突和巴基斯坦军方组建新政府而

遭到印度抵制并推迟举行。印度频繁中断南盟制度运转的举动表明，“古杰拉尔主

义”不仅没能有效提升南盟的功能属性，相反，因霸权护持压力增大，印度加大了对地

区国家的胁迫和强制，进一步强化了南盟的权力属性。

在制度私有化策略的影响下，印度对于南盟功能合作的政治投入极为有限且不持

续。1991年前后，南盟区域内贸易继续受到压制，除了像尼泊尔和不丹这样的内陆国

家，区域内贸易对该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重要性仍然微乎其微。⑥ 1993—1997 年，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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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高达政府推动南盟成员国缔结了《南亚特惠贸易协定》( SAPTA) ，决定在 2001

年前建成 SAFTA，还成立了一个名人小组开展评估和提出行动计划。但这之后，印度

并没有持续为建设统一的 SAFTA做出努力，却提出了一个可能分化南盟的倡议，即力

推建立一个由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组成的独立于南盟之外的次区域机

制———“南亚增长四角( SAGQ) ”。该倡议不出意外地遭到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

尔代夫的反对。① 随着印巴先后进行核试验和卡吉尔武装冲突爆发，SAFTA建设被彻

底搁置。在制度建设方面，印度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防止新设立的机构对自己

的行动产生约束。印度推动建立的特惠贸易区的监督机构缔约方委员会，负责审议

特惠贸易协定的进展和争端解决。但在印度坚持下，缔约方委员会的争端解决不具

时效性和法律约束力，因而并没有在贸易争端上发挥效用。②

(三)印度的单向支付策略与 SAFTA合作( 2002—2012年)

进入 21世纪特别是 2004年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 上台后，一方面，印

度加快了大国外交战略调整，对美外交迎来机遇，对华政策走向合作，③与包括巴基斯

坦在内的南亚邻国的关系也逐渐改善，域外环境的优化和域内挑战的减少使印度霸权

护持压力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南亚各国政局趋稳，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减弱，推

动地区国家通过区域性功能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动力增强。在这两方面因

素的作用下，印度开始更加注重以单边支付策略强化南盟的功能属性，加快推进

SAFTA建设以回应地区国家的合作需求。但印度对南盟功能属性和权力属性的调整

是有限度的。

21世纪头十年中印度的地区霸权护持压力明显降低。印巴关系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一度非常紧张，但在 2002 年出现转机。2003 年，两国达成克什米尔控制线全

线停火的协议。2008年 8月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Pervez Musharraf) 被迫下台后，克

什米尔局势总体趋于平静。2011年，印巴同意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全面正常化。④ 印度

与大多数南亚国家也加强了合作。2002 年，印度与斯里兰卡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同意

将服务贸易纳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并签署了经济合作备忘录。到 2004 年，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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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增长了 128%;到 2006年翻了两番，达到 26 亿美元。① 印度与尼泊尔续签了

双边贸易协定，就共同打击极端派武装、加强边界管理等安全问题达成一致。尽管印

度与孟加拉国龃龉不断，但 2010年前后，两国关系逐渐升温。② 在域外，“9·11”事件

为印美靠近提供了机遇，美国对印度南亚霸权的默认增加了印度霸权护持的底气。印

度与中国的关系也进入了合作的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南亚国家民主化转型进入一

个平稳期，它们对于在南盟框架下发展功能领域合作的期待显著增强。为了回应地区

合作需求，夯实地区霸权地位，印度转而以单边支付策略作为制度护持的主要手段，对

南盟的功能属性和权力属性进行了有限的调整。

印度强化南盟功能属性、更加积极地推动务实合作是因为印度意识到经济合作和

相互依赖不一定意味着权力和自主性的丧失，反而可能为其改善邻国关系、巩固地区

霸权带来机遇。③ 2004年第 12届南盟峰会通过了《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各

国就 2006年 1月正式启动 SAFTA 达成了协议。协议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国家制

定了将关税水平降低至 5%以下的时间表，并表示将在 2016 年 1 月正式建成 SAFTA。

在 2007年的南盟峰会上，辛格表示，印度已经准备好接受“非对称责任 ( asymmetric

responsibility) ”，将向南亚邻国开放市场且“不求对等回报”。④ 在印度支持下，阿富汗

正式以成员国身份参加了此次峰会。会上还决定加强基础设施、能源和经贸等领域合

作，设立南亚大学、地区粮食银行和南盟发展基金。辛格在 2011 年第 17 届南盟峰会

上重申，由于“我们( 印度) 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和市场的规模”，印度在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方面负有“特殊责任”。⑤ 会上还宣布向南盟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印度市场，

将《南盟自由贸易协定》敏感清单上的项目从 480 件减少至 25 件。除了经贸领域，印

度还将反恐、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纳入优先议事日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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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大力推动，这在此前是不曾出现的。反恐是 2002 年加德满都峰会上印度关心的

首要问题。印度的反恐倡议未遭到南盟其他国家反对，各成员国一致表示将制定时间

表加快 1987年《南盟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的实施。南盟国家领导人在 2008年的第 15届

南盟峰会上签署了《南亚刑事司法互助公约》，2009年的南盟部长级会议还发表了一份

反恐合作的新宣言。2010年廷布峰会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议题，印度宣布建立应对气候

变化基金，还提出在南亚建立气候创新中心，发展可持续能源技术。

然而，印度对南盟的单边支付策略是有限的。比如，印度最初在 SAPTA和 SAFTA

中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最大的让步，而且单方面撤销了对该区域货物进口的很大一

部分限制，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印度在关税削减方面的减让许多只适用于与邻国关系

不大甚至没有任何关系的货物。① 又如，南亚其他国家十分看重 SAFTA的税收补偿机

制，希望印度能为 SAFTA税收补偿机制提供主要资金来源，但印度对 SAFTA 的基本

态度是:既要尽享其利，又不完尽其责;既做最大索取，又不做应有投入，甚至不愿为税

收补偿机制提供资金支持和帮助，反而认为南亚其他国家在故意设障，对印度进行敲

诈。② 这印证了前文的分析，即印度在回应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上存在局限性，因

为印度始终将维持区域制度的强权力属性和弱功能属性作为其制度护持的基本目标。

印度对南盟权力属性的调整也是有限度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临时的且不具实

质意义的，具体体现为它对“不在南盟框架下审议双边和有争议问题”的松动。在

2004年的第 12届南盟峰会上，时任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 Atal Bihari

Vajpayee) 和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举行双边会谈，同意对有争议的问题寻求联合解

决方法。在 2007年的第 14届南盟峰会上，辛格也表示，“我看到南盟国家政府有望最

终解决阻碍合作潜力发挥的双边政治问题，我们现在必须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联合做

出突破”。③ 该表态被认为是印度要改变过去完全拒绝将双边争议问题带入峰会的立

场。④ 然而，这种转变是临时的，印度本质上并不愿放弃其巨大的单边行动优势。

(四)印度的制度制衡策略与选择性启用南盟( 2014—2020年)

随着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巴经济走廊等合作项目开始在南亚落

地，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其霸权护持压力也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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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am Prys，Redefining Region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dian and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s，
p．182．
张利军:《南亚自由贸易区浅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 2期，第 68页。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Dr． Manmohan Singh to the 1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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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互联互通的公共产品提供被认为是地区霸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南亚国家对基础

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尤为强烈。为回应这两个因素的重大变化，莫迪政府

选择通过制度制衡来维持霸权。具体表现为: 在霸权护持压力激增到一个峰值时，印

度伺机中断南盟制度进程，拉拢地区国家重振将中国和巴基斯坦排除在外的次区域机

制;而在霸权护持压力渐趋回落时，印度又会根据利益需要重启南盟的部分功能。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与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地区合作倡议，并宣布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2014 年 9

月，习近平在访问南亚期间提出了面向南亚各国的一系列合作倡议。印度尤为在意域

外大国与邻国特别是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动向，将中国的举措视为对其地区霸权地

位的重大挑战。① 印度不仅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还调整了外交战略，加强

对华反制。中国在南亚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强化了印度对于域内因素与域外因素紧密

联动对其霸权护持造成体系性压力的威胁感知，促使其重新评估制度护持的行为模

式。与印度霸权护持压力同步增加的还有地区国家对于推进区域安排、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的政治动力，尽管它只是影响印度南盟政策变化的辅助因素。莫迪政府提出“邻

国优先”政策，包括邀请南盟国家首脑参加其任职典礼，海外访问首站选择不丹、尼泊

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提议在地区内建立无缝式互联互通等，均给地区国家的对印

期待带来了正面提升作用。②

2014年南盟加德满都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时莫迪政府的对华威胁认知

已经发生了变化，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展开逐渐上升。印度在此届峰会

期间对中国和巴基斯坦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中国作为观察员在会上做出“欢迎南

亚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实、加快推进中国与南亚的互联互通建设、

推动中国和南亚两大市场的对接”③的积极表态，这使印度更加警惕中国将来在南亚

的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存在。巴基斯坦反对印度提出的无缝式互联互通倡议，促使印

度确信在南盟框架下主导建立区域互联互通安排将面临巨大阻力。因此，印度谋划抛

弃南盟，以巴基斯坦继续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为借口抵制原定于 2016年 11月在伊斯兰

堡举行的第 19届南盟峰会，并将南盟峰会无限期推迟的责任推卸给巴基斯坦。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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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直拒绝中国参与南亚事务。2005年第 13届南盟峰会原则同意中国成为观察员时，印度就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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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印度转向中国和巴基斯坦缺席的 BIMSTEC 机制，谋求对中国的制度制衡，挤压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力。2016年 10月，印度利用主办金砖国家果阿峰会的契

机，举办了一次 BIMSTEC 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务虚会，这被认为是印度决定重振

BIMSTEC的重要信号。① 2018年 8月，第四届 BIMSTEC峰会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

会上通过了《加德满都宣言》，决定起草《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宪章》，

并将互联互通和安全合作作为机制的两大支柱。在印度的主导之下，BIMSTEC 俨然

成为南亚制度架构中新的主渠道，南盟的核心地位被明显削弱。此外，印度还向

BBIN、IORA等次区域机制注入新动力，并通过与其具有共同战略利益( 制衡中国) 的

域外强国( 美国、日本等) 开展南亚地区合作，挤压中国在南亚的利益空间。②

2017年以后，印度在南亚的霸权护持压力因美国加大对华极限施压而有所降低。

中美竞争为印度在地区实施制度制衡提供了机遇，使之在应对中国的“威胁”时更加

自信。③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引发整个南亚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

担心中国利用疫情趁机拉拢南亚国家，④莫迪在南亚疫情恶化初露端倪时便迅速反应，

提议召开南盟国家首脑视频峰会，并紧锣密鼓筹备设立“紧急基金”，组建联合专家团

队，开设疾病监测门户网站，在南盟灾害管理中心的基础上筹备建立南盟共同研究平台、

流行病标准等新机制。印度此举旨在将地区国家团结到以其为中心的多边抗疫行动中

来，凸显其作为“地区安全净提供者”的不可替代作用。⑤ 穆尼( S． D． Muni) 认为，这是

印度对孤立巴基斯坦和以 BIMSTEC 替代南盟的“邻国优先”政策的自我反思的结

果。⑥ 但实际上，印度并未改变对巴孤立政策，两国还在疫情期间再次发生交火，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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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人员伤亡。印度深知巴基斯坦不会积极响应，但仍提议在南盟框架下开展合作，

此举似有意将巴基斯坦塑造成地区合作“破坏者”。简言之，疫情中印度重启南盟部

分功能仍是为了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对其霸权护持的挑战，并借此回应邻国的公共卫

生合作需求以增强其霸权合法性。

五 结论

学界关于霸权护持的理论分析大多集中在全球霸权上，对于不同地区霸权进行制

度护持的行为机制研究并不系统和全面。本文以印度的南盟政策为案例，通过比较不

同行为模式背后制度与权力的作用关系，提出印度霸权护持压力和地区国家制度功能

需求这两个主要的影响变量，揭示印度利用区域制度与权力优势谋求制度护持的原因

和机制。

不同历史条件下，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和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不尽相同。由

此，印度会选择适当的制度护持行为模式来实现霸权利益最大化。在这两个影响因素

之中，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是主因，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只有在与前者发生联系

时才会对行为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变革和快速转型，两者的

相互作用和联动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有可能发挥更为

独立的作用，对印度的霸权护持造成更大、更深远的影响。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有可能是个分水岭，它使得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与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

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对印度扮演好地区霸权和

维持独霸的地区秩序提出了新挑战。

从当前的印度战略取向不难看出，印度并没有意愿改变一直坚持的霸权护持目标

和政策偏好，即以“不情愿的地区主义者”自居，①不专注于制度构建和利益分享，而是

关注制度的政治影响;不具有利用制度改变旧秩序、建构新秩序的动力，而是让制度服

务于南亚独霸秩序的维持。在后疫情时代，印度的地区霸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加严

峻的制度护持困境，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从印度霸权本身来看，它一直追求

独享南亚，对南亚事务保持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力，不容许外部势力插手和干涉。②

但为了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压力，印度不惜牺牲部分“战略自主”空间，主动引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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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日本等域外势力以制衡中国。由此产生的地区结果很有可能是大国竞争加剧、地

区事务复杂化和印度霸权空心化。在大国竞争因素的长期干扰下，印度的霸权护持压

力不仅不能消除，反而有可能增大。即使印度希望通过制度制衡的方式为地区国家提

供替代性地区公共产品，但由于过多地被地缘战略竞争所牵扯，其制度护持仍将进退

两难。其二，从地区国家的利益角度看，它们希望印度改变其固有做法，尽管印度在双

边关系上的改善举动确实减轻了一部分担忧，但仍是不够的。如果印度不能发展出一

套总体的政策框架，对区域制度做出更具革新性的推动举措，在南亚经济一体化上加

大投入使其邻国从中获利，并在改善通信、硬件互联互通和人员交流上单方面照顾邻

国关切，印度将长期面临地区霸权的合法性危机。① 其三，从南亚霸权秩序的演进来

看，相较于制度护持，印度主要依赖权力护持来维持秩序运行。但在当今时代，大国的

强制和胁迫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比如美国，之所以广泛运用极限施压来应对挑

战，就是因为它实力超群。而印度实力不济将制约其维系南亚霸权秩序的能力和效

果，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印度实力不足与霸权意愿的张力将更加凸显。

理解印度霸权的现状与未来，对中国开展南亚外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印

关系面临结构性转型的当下，更应该将地区霸权的护持逻辑了然于心，为中国发展与

南亚地区的关系提供指引。首先，应重新审视中国南亚利益，将印度的霸权本质和制

度局限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量，据此界定中国与各地区国家的关系。其次，应利

用中国古往今来治理地区的文明和经验，通过注入基于社会逻辑的制度设计，推动南

亚次区域制度建设和地区霸权秩序转型。有学者研究发现，东亚传统秩序是基于“关

系性情感与责任义务”的社会逻辑和成本收益的工具逻辑而建立起来的，这其中的社

会逻辑是古代莫卧儿南亚霸权秩序所不具备的，莫卧儿霸权“完全是建立在强制基础

上的”。② 在制定南亚政策时，可以着重从社会逻辑入手开展合作和构建机制性联系。

最后，出于维护中印关系发展大局考虑，应认真研究与印度和平共处之道，为中印的南

亚竞合创造灵活运作空间。

( 截稿: 2020年 10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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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of Regional Hegemony and India's SAARC Policy

Wu Lin ( 52)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hegemony holds that the core of stri-

ving for regional hegemony is to domin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It is

the natural choice of regional hegemony to provide economic stability and carry out re-

g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India's“abnormal”behavior of undermining SAARC's in-

stitutional process and neglecting regional functional cooperation challenges the theory．

Most of the existing explanation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South Asian countries' con-

struction，asymmetric regional structure and India's self-perceptions，but pay less atten-

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power behind SAARC policy． The au-

thor believ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of regional hegemony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change of India's SAARC policy． India's behavior

seeking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by us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and asymmetric power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pressure of Indian hegemony and the demand of regional

countr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factors can produce four institutional behavior results，corresponding to the four modes

of Indian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behavior，namely，institutional non-neutrality，insti-

tutional balancing，institutional privatization and side-payments． To verify the above hy-

pothesi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the author selects four cases，including India's posi-

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AARC，the interruption of SAARC process，the accelera-

tion of SAFTA process and the selective reviving of SAARC．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India will face a greater dilemma of institutional hegemony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The study of India's case is helpful to enrich and deepen our cognition and under-

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of hegemo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m-

plex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South

Asia diplomacy: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ndia's hegemonic nature and institutional

·751·

No．12，2020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behavior limitations，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regional system and the trans-

formation of hegemonic order in South Asia by inject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based on

social logic．

【Key Words】 Indian foreign policy，SAARC，regional hegemony，institutional mainte-

nance

【Author】Wu Lin，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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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on-Alignment to Multi-Alignment: Hedging and India's Foreign Strategy

Li Li ( 77)

【Abstract】The character and principle of India's foreign strategy have changed signifi-

cantly in recent years． Multi-alignment is replacing non-alignment． While sticking to

strategic autonomy，it is a policy choice of hedging which differs from balancing，band-

wagon or neutrality．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great powers，India hed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strengthening strateg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both sim-

ultaneously． On the multilateral level， India，on the one hand，moves closer to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which represented by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 also

known as the Qua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Japan，India and Australia． On the oth-

er hand，India remains to be keen o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within

the frameworks such as the BRICS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dia also

attempts to construct middle power coalitions，to hedge an emerging configuration of Chi-

na-US bipolarity． India's hedging strategy does not exclude alignment，but it is character-

ized by issue-based alignment and limited alignment． Currently，India regards itself as a

“South-Western”power，indicating that it would stand with the U．S．-led western powers on

security and value issues whil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with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

veloping countries． India follows the same rule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India's hedging is a strategic ambiguity． It is an expedient of policy

choice dur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as well as globally． Therefore，it is a policy

with obvious uncertainties．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dging can we fully understand

present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objectively predict its futur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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